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形成了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
意愿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为什么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怎么才能实现中国文化走
出去战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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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 球 化 时 代 ，

自说自话的文明已难

有 生 存 空 间 。 如 何

在 保 持 民 族 性 同 时

实 现 被 国 际 社 会 认

可 的 发 展 和 进 步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座

谈 会 上明确提出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需要“立足中国、借

鉴国外”。当代中国正

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

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当代中国的实

践创新给哲学社会科

学带来了强大动力和

广阔空间。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的中国化和

国际化缺一不可。

概念通常被看作

是对事物的一般性本

质特征的把握，它是

从感性事物的共同特

点中抽象、概括出来

的。政治概念则是对

政治事务的一般性概

括，是我们进行政治

思考、批评、辩论 、

解释和分析的工具，

它对学科发展和政治

实践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政治学概念，

需要对政治现实及其

发展规律具有解释力。中国政治

学概念应当从中国的政治现实出

发，构筑可以解释不同国别、不

同区域政治发展规律的政治理

论。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概念对

现实的解释力是落后于政治发展

需要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代中

国政治学起步于译介，即政治

学的国际化占主导地位。20 世

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后期，中

国的政治学理论发展主要以翻

译引入西方政治学概念和理论

为主。译介西方政治学研究的

经典著作和前沿动态是 1980 年

代 政 治 学 研 究 最 为 重 要 的 工

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翻译补遗、比较政府与政治译

丛、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

等译介图书，集中反映了国内

学界对政治学国际化的追踪和

热情。

译介繁荣的背后是，中国政

治学学者所用的概念、基本假

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

自西方，甚至议题也是由西方学

者提出，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长期受外来思潮和范式的影响。

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落后于实

际、政治学概念本土化进程缓慢

的主要原因也与发展起点有关。

相当时期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存

在这两种倾向，一是

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

来裁剪中国的现实，

二是简单套用马克思

主义文本去评判中国

的现实发展。

然而，西方主流

政治学基本不讨论中

国学者提出的 问 题 ，

中国学者也没有创造

出自己的话语体系。

进入 21世纪，中国政

治学学者在关于中国

政治学的发展讨论中

提出了“政治学本土

化”命题，进入反思

和独立建设阶段。从

2005 年开始，学界开

始较为密集的本土化

建设路径的讨论。在

过去 10年内，中国政

治学界从中国现实出

发，批判吸收西方政

治学概念中适用中国

现实的部分，提出了

压力型体制、增量民

主、差序政府信任等

一系列本土化政治学

概念。但是实现政治

学本土化还仅仅停留

在讨论中。有学者统

计了 CSSCI 收录的政

治 学 文 献 ， 分 析 发

现：在被引用 10 次以

上的期刊论文中，大部分都是外

文论文。这表明中国政治学本土

化的程度还非常低。目前，理论

界对中国的政治学概念应该使用

西方政治学概念以提高对话能力

还是应以本土化为主以提高现实

解释力仍存有争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发展以该

国的政治发展为土壤。改革开放

以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赋予

中国学界构建本土政治学话语

的土壤和根基，让中国的政治

发展有了“道路自信”，也给了

中国政治学概念本土化以“文

化自信”。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

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

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

话，使用国际通用的政治学话语

体系进行政治学概念的本土化构

建，以提高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

治发展现实的理论解释力。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前提是“以

我为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以当代中国实际为

研究起点，具有国际视野，以中

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以中国理

论解读中国实践。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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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泉

任何完整的思想体系，都必然

有内在的建构逻辑。对逻辑的揭

示，既体现了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

性和必然性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

一种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的内在轨

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治国理

政新实践的层层展开和步步推进，

必然有一系列的理论逻辑做强大支

撑。揭示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治理

体系的建构逻辑，是一项高度抽象

的工作，完成这一工作离不开对有

重大指向意义、高度凝练的关键词

的梳理与把握。那些由党的最高领

导人提出并经党的最高会议确定的

深度体现党的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

大关键词，是展示十八大以来治国

理政新思想的本质内涵、演进轨迹

和基本理论逻辑建构的重要切入

点。

中国梦，是体系架构中肇始

性、统摄性的重大关键词，是指导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实践的理论

逻辑起点。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

的符号和使命，中国梦的提出，契

合时代特征，昭示中国未来发展方

向。它的真正含义不是要重复中国

历史上某个朝代的鼎盛时期，而是

实现更有尊严、更有地位、更有重

大贡献和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状态。

“中国梦”大气恢弘、光明伟岸，

像一只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

天”，打开了治国理政新实践极为

重要的一个窗口，成为时下中国发

展最澎湃的动力，开启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新篇章必有新思路，新思路必

然引发新实践。两个“姊妹篇”是

为实现中国梦确立的“车之双轮”

和“鸟之两翼”。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要让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

《决定》一直被称为“姊妹篇”，从

某种意义上说，主要在于十八届三

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确定了十八大后

治 国 理 政 新 实 践 究 竟 要 “ 干 什

么”；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则明确

了“怎么干”。把“干什么”和

“怎么干”两个方面牢固地结合在

一起，从内容与方法两个维度，使

之须臾不离，协调推进，既是一项

科学的制度安排，也是我国改革史

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科学证明，

列车运行，高鸟飞翔，单轮单翅是

无法维系的，双轮双翼才是可靠保

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两个“决

定”以及体现两个“决定”精神的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共同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必由

之路，这是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基本经验的一个必然结论

和必然逻辑，更为深化改革取得成

功，避免出现颠覆性失误提供了重

要理论和制度保障。

两个《决定》为实现中国梦插

上了“两翼”，配置了“双轮”，

“三严三实”则对实现中国梦的领

导力量提出了明确要求。治国必先

治党，治党必先治吏。“干什么”

和“怎么干”确定以后，干部就是

决定因素。2014年 3月，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的具体要求，紧扣时代

特点和时代任务，明确而不含糊，

具体而不抽象，朴实而不浮华，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是当前

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键环节。

“三严三实”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

集体确立的新型政党作风和政党文

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石，为 2014

年 10 月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

开启了前奏。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

出，是对一个中国梦、两个“姊妹

篇”、“三严三实”的进一步总结和

升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

键词是“全面”，落脚点是“布

局”。用“全面”二字界定小康社

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

党四个领域，回答了在新时期和新

形势下，治国理政的布局结构、任

务使命，以及怎样治国理政的重大

问题，其含义深刻，眼界高远，布

局缜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运

思谋篇赢得了战略先手。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目前阶段性的奋斗目

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

是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基本途径。

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把“三严三实”

的治党要求上升为完整的治党理

论，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政

治保证。在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上，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既有具体

途径又有具体保证，既有战略目标

又有战略举措。至此，中国社会一

个崭新的发展规划和发展图景已经

基本成型。

新发展理念是“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在我国社会发展方向和方

式上的思想保障。“四个全面”是

国 家 发 展 的 战 略 布 局 和 政 治 框

架，它最终要靠发展来体现，最

终 目 的 也 是 为 了 实 现 更 好 地 发

展。在发展的实质以及怎样发展

的重大问题上，仍需总结改革开

放 30 多年的基本经验，不能含糊

和犹豫，必须提出科学而具体的

发 展 理 念 ， 以 统 摄 我 国 社 会 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方位

的发展需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 的 “ 创 新 、 协 调 、 绿 色 、 开

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既是对

我国 30 多年发展经验的总结，也

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发展

问题上的延伸和拓展，是对“四

个 全 面 ” 战 略 布 局 的 丰 富 和 完

善。它具体回答了我国社会在深

化改革的过程中秉持怎样的发展

理念以及怎样发展的大问题，和

“四个全面”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蓝图

和建设框架。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规

律性认识。其一，十八大后治国理

政新实践已经形成了科学完整的思

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从中国梦

到新发展理念，一步比一步更深

入、更清晰、更完善。它们不仅各

有其确定的内容，而且彼此之间相

互联系、相互贯通，形成了严密的

内在逻辑体系，成为十八大后体现

党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精髓。其二，

治国理政新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在新时期的延伸和发展。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 ， 取 得 了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的 胜

利；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站在

新的历史潮头，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十八

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

刻变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

研究和解决问题，形成了符合客

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

民意愿的治国理政新思想，进一

步丰富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

涵，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

时期的新体现和新拓展。

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建构逻辑

新思想新实践

理论研究
专家视点

□ 汪信砚

“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两种意涵。

一种是直观意义上的或常识意义上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看，

“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让中国文化走

出国门，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

和熟悉中国文化。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办

孔子学院、讲授中国语言文化，把中国

的各种文化产品翻译为他国文字，派遣

各类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出国访问和交

流等等，就是在推动这种意义上的“中

国文化走出去”。这种意义上的“中国

文化走出去”，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其

他国家的人们认识和熟悉中国文化。另

一种是深层意义上的或价值论意义上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看，

“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

的文化交往，使世界各国的人们理解和

接纳中国文化。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

是价值观念，文化交往实质上是不同价

值观念的交往。理解和接纳一种文化，

关键就在于理解和接纳它的价值观念。

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其直

接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

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

显然，这两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走出去”，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两个阶段或两个层次。其中，第二种意

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建立在

第一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基础上，因为任何人只有首先认识和熟

悉一种文化，才可能理解和接纳这种文

化的价值观念。但是，第一种意义上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必然会带来第

二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因

为人们认识和熟悉一种文化，并不一定

会理解和接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

所谓理解和接纳其他文化的价值观

念，就是实现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文

化交往中的价值共识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是价值认同，即一种文化中的人们认

可、赞同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并把

它接受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二是价值认

异，即人们在认识和熟悉了一种文化

后，虽然并不认可、赞同和接受这种文

化的价值观念，但基于相互之间历史条

件和现实情势的差异能够理解这种文化

的价值观念产生和存在的理由或根据，

承认它的合理性，并由此尊重它。

我们说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

出去”，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

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显然，

这里所说的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

中国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我们也不要

指望是价值认同，而只能是价值认异，也

就是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尊重和包容中国的

价值观念，以便使崛起中的中国人的全球

性活动和中国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们的理

解、尊重和支持。

明确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

涵，我们方可讨论怎样才能实现“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首先，要加强文化建设，着力塑造

中国文化的形象。当我们谈论“中国文

化走出去”时，我们所说的“中国文

化”是指什么？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中

国的价值观念又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这显然是

很成问题的。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

中国传统文化，最多也只能实现第一种

意义上的“走出去”；即使世界上其他

国家的人们对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表示

理解和尊重，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实

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走出去”，因为

它的价值观念并不是当代中国人所秉持

的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

只能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即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这种文化目前仍

然是有待于我们大力加强建设的，它的

核心价值观念也有待于内化为全体中国

人的自觉追求。只有从内到外塑造好中

国文化的形象，我们才能在完整的意义

上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其次，要正确理解和科学定位“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人们通常把

“中国文化走出去”视为中国软实力建

设的战略性举措，并认为“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目标就是要增强中国文化的对

外辐射力。那么，什么叫作增强中国文

化的对外辐射力呢？有人认为，就是使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热爱和信奉中国文

化。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目标定位于价值认同，因为真正热爱

和信奉一种文化，必定会认同这种文化

的核心价值观念。我认为，这种理解和

目标定位是不恰当的，“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目标只能定位于价值认异；而所

谓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只能理

解为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真诚地理解

和尊重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

再次，要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层次。如前所述，两种不同意义

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也是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层次。目

前，人们所做的工作大多属于第一种意

义、第一个层次上的“走出去”的工

作。虽然这类工作也是必要的，但还远

远不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需

要提升，与“中国制造”需要升级的情

况是很相似的。而要提升“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层次、实现价值论意义上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首先必须生产

出、打造出大量真正体现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的文化精品，并大力加强对这些文

化精品的世界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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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种意涵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次换

届，一批“新官”将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上任伊始都自然会思考“干什么”“怎么

干”，谋划自己的“三把火”。然而，这

“火”该烧什么、怎么烧，哪些事情可为

或可不为或不可为，无论是“新官”还是

“旧官”，都应该想清楚、弄明白。

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三圈理论，它构

建了“价值”“能力”和“支持”三要素

分析框架，三要素分别代表三个圈，三圈

全部重叠的那部分，属于既有价值又有能

力，并且能得到各方面支持的事，这样的

事可为；只有两圈重叠的那部分，则可不

为，或可以暂时不为；而三圈根本不交叉

重叠的那部分，则属于不可为的事。三圈

理论给了我们颇多启示。

可为之事当全力去做，这是一种责任

和担当。在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情当

中，哪些事是可为之事？不少干部未必搞

得很清楚，而有些干部虽然搞清楚了却不

愿、不敢和不善作为。现实中，有的热衷

于做一些显山露水、“贴金露脸”的事，

对老百姓呼声高、诉求大的民生实事提不

起劲、来不了神，甚至对老百姓急着等米

下锅的事，竟然“你急他不急”，好比大

象屁股推不动；有的计较于自身的利益得

失，对那些利长远、动筋骨的改革创新，

缺乏动力、不感兴趣，“一等二看三通

过”，甚至或明或暗地“软抵制”；有的满

足于喊口号、提理念，对那些“深水静

流”悄无声息诸如环保、生态建设等事情

不冷不热，等等。干部、干部，干事为第

一要务；干部、干部，干事才有进步。要

干事，就得全力去干那些既有意义，又有

能力，并且得到最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拥护

的事。没有意义的事不必做，没能力办到

的事无法做，得不到最广泛支持的事做不

成，只有这三个要素都具备了才真正可

为，并且要既坐诊又号脉、既出工又出

力，在有为中有位。

可不为之事当量力去做，这是一种清

醒和自觉。孟子有句名言：“人有不为

也，而后可以有为。”范晔在 《后汉书》

中说：“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

矣。”世上之事，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而

不为或一时不为并非不能为，实乃一时的

条件不成熟、不具备，倘若硬着头皮勉强

为之，则必定事与愿违或事倍功半。这些

年，一些地方接连不断出现被群众叫停的

PX 项目，从一个侧面说明可不为的一些

道理。有的人总是片面地认为只要“有价

值”又“有能力”就可以脑袋一拍干起

来，不管也不顾群众的意愿，还美其名

曰：看准了就干。有的虽然老百姓有需

要，客观上也有必要，但自身条件不够，

能力有限，却迷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搞“霸王上弓”，

盲目蛮干、硬干，结果造就了不少“僵尸

项目”“烂尾工程”等等。做事情，不能

只凭一腔热血，或只顾一厢情愿，有时

候，有些事情条件不具备、不成熟和不到

位时，不妨暂且缓一缓，不可操之过急，

有时“慢下来”也不失为一种良策。要

“跳起来摘桃子”，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

力而行，特别是要关注最广大老百姓的哭

与笑，这是可为与可不为的“指挥棒”。

不可为之事当坚决不做，这是一种意

志和定力。作为党的干部，不可为的事很

多，从大的来说，违背党的主张、触犯群

众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等底线的言行都是

毫不含糊决不可以为的事，这里的不可为

主要是就做事而言。没价值去做、无能力

去办、群众又不支持去干，这“三者”都

不沾边的事自然不可为。然而，这简单明

摆的道理，在有些人眼里就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的

信奉“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于是

一味在 GDP等数字上做文章、“玩游戏”；

有的好大喜功，迷恋“面子工程”“马路

经济”，于是热热闹闹搞“造城运动”；有

的热衷打造个人威望、树个人形象，于是

今天提个这口号，明天换那个口号，搞张

书记种树、李书记砍树，还炮制眼花缭乱

的新名词、新概念，等等。这些事情既没

任何意义和价值，又让老百姓反感和厌

恶，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不可为之

事，重要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名利观和

政绩观，学会算大账而不是一味算小账、

看长远而不是一味看眼前、装着群众而不

是一味装着自我，这样，心里头才会亮

堂，才不会不可为而为之。

为官从政，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心

里有谱、脑里有弦，想清楚、弄明白，哪

些事可为，哪些事可不为，哪些事不可

为。可为之事全力做、可不为之事量力

做、不可为之事决不做，这是当下难能可

贵的一种清醒和自觉。

笔潭


